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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清代行政制度變革」專號導言 

──連續性、路徑依賴與制度調適
∗

 

伍 躍∗∗
 

清代行政制度的變革，在本質上不是對制度框架的根本重構，而是

一種沿既有制度軌道推進的「路徑依賴型制度升級」。因此，為了理解清

代行政制度的變化，有必要研究當時的人們為使既有制度能夠適應治理

的需要，是如何持續進行制度調適的問題。 

近年來，圍繞 18世紀清朝是否存在「行政革命」的問題，學界展開

過堪稱激烈的爭論。這場帶有學術啓發性的爭論告訴我們，18世紀的清

朝乃至整個清朝統治時期的行政問題、即國家治理問題始終是學界關心

的重點之一。 

事實上，對清代行政制度的關注至少可以追溯至 19 世紀末。馬士

（Hosea Ballou Morse, 1855-1934）在《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》（The 

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, 1910-1918）中即對政府結構

作出過系統描述，而織田萬（1868-1945）等人編纂的《清國行政法》

（1905-1913）則利用清代政書等對行政組織與職權進行了法律化分析。

隨著清代檔案的大量公佈、以及包括由宮崎市定（1901-1995）主持的雍

正（1722-1735 在位）硃批諭旨研究班等在內的相關研究的持續展開，行

政制度運作的細部與國家治理能力問題已經成為研究的核心議題。 

孔飛力（Philip A. Kuhn, 1933-2016）曾指出，中國歷史上「具有關

鍵性意義的難題」之一，是「怎樣才能通過一套狹小的官僚行政機構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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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治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」。1對清代而言，這一問題尤為突出。清朝

統治集團在入關之後所面對的是一個疆域遼闊的國家，和一套已有數百

年歷史且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體系。這一體系就是明初形成的、以「事

皆朝廷總之」2為原則、涵括信息傳遞、財政管理與土地登記等次級制度

的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。如何利用這一體系維持有效的國家治理，始終

是清代行政制度調適的重要課題。 

眾所周知，清代與明代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明顯的連續性。孟森

（1868-1938）曾指出，清初制度除八旗兵制外，「餘皆沿襲明制，幾乎

無所更改」，並且這種「沿襲」絕非簡單的模仿，而是「修明明代承平故

事」，3是一種帶有創新性的制度調適。制度變遷理論中的「路徑依賴」

（Path Dependence）概念有助於理解這一現象。當某一制度在歷史上被

證明具有較高治理效率時，其制度框架往往具有較強的強韌性和延續

性。對清朝的統治者而言，以既有制度為基礎進行調適遠比重構制度更

為可行。在既有制度的框架之下，因有成熟的行政運作模式和熟悉該模

式運作的行政人材，可以大幅降低治理成本。因此，清朝統治時期在行

政制度層面進行的種種變革並非旨在重構制度，而更多地表現對既有制

度的調適。其核心目的始終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，尤其是信息掌控能力

與財政汲取能力。 

清代行政制度的運作大致由三個相互連動的治理層級構成：其一是

中央的信息管理機制，以奏摺制度為核心，確保皇帝能夠直接掌握行政

信息；其二是省級的財政數據化機制，以《賦役全書》等帳冊制度為代

表，將複雜的地方財政結構轉化為可統一管理的行政資料；其三是州縣

的資源計量機制，以魚鱗圖冊等地籍制度為核心，確定土地產權與稅源

稅基。這三者共同構成了清代的行政體系運作的基礎，使國家得以用較

低的行政成本治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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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專號收錄的三篇論文分別從上述層級展示了清代行政制度調適的

具體形態。 

首先，馬子木的研究以中央文書行政為中心，提出「內廷路線」的

概念，指出明清文書行政在制度上的連續性。晚明的「密本」制度為清

代奏摺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礎，而滿族侍衛集團的存在則保障了信息傳遞

的安全與效率，使皇帝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繞過中間官僚體系，建立更直

接的統治渠道。 

其次，郭永欽通過對清代《賦役全書》編修過程的考察，揭示清政

府在管理全國財政數據方面所作的努力，即透過刪減繁冗名目與統一財

政口徑，中央政府得以減少與地方之間的信息差，從而強化對財政權的

掌控。 

第三，李義敏與沈喆超的研究以浙江蘭溪縣魚鱗圖冊為例，展示州

縣基層政權如何在既有制度框架之內進行低成本調適。在亂後重建的背

景下，地方官府採用播種量、放養魚苗數與灌溉能力等代理指標計算土

地面積，以較低的行政成本完成地籍重建，為恢復賦稅體系的運作準備

了條件。 

三篇論文從中央、省級與地方三個層級展示了清代行政制度的不同

面向，說明了制度調適發生於制度運作的具體實踐之中。同時，這些研

究從中央文書、財政帳冊與土地制度三個層面展示了制度調適的具體形

態，為理解中國近世國家治理的歷史邏輯提供了新的參考。 

因此，從長時段制度史的角度來看，清代行政制度的變革並非通過

某種斷裂式的行政革命實現制度框架的重構，而是在既有制度基礎上的

持續調適，即沿著既有制度軌道持續推進的「路徑依賴型制度升級」。具

體說來就是，為實現「事皆朝廷總之」的政治願景，在保持既有制度結

構基本穩定的前提下，透過持續的制度調適與行政技術改進來提升國家

的治理能力，使狹小的官僚體系能夠有效地用於管理龐大的國家。 

 

 


